多元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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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多样性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出发点

人类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造就了人类丰富多样的生存形式，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完整性。由于近代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剧烈冲击，以及自然灾害、战争威胁等因素，世界许多地区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从多元文化视野出发，继承和保护世界各地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和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基本目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公约”形式确立的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保护规则，有效地推动了世界范围的遗产保护，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和响应，在全球形成声势浩大的世界遗产保护浪潮。

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联合国大会随即在其57/249号决议中加入了这一宣言，还加入了其所附的执行宣言的《行动计划》的要点，并宣布5月21日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包括特性、多样性和多元化、文化多样性与人权、文化多样性与创作、文化多样性与国际团结等五部分，共12条。《宣言》强调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人口最多的汉族，还有55个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历史悠久、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由于各民族、各地区的具体条件不同，文化的发生或早或迟，文化的发展或快或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缺。历代各民族之间虽然相互影响、相互碰撞和相互交流，但是每一民族都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存在和发展着，都独立创造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特色文化并归属于中华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正因为是由多个民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而呈现出多元性。
费孝通先生提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理论
，得到广泛认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结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里，各民族又有自己的独特文化特点，相互包容，和谐发展。文化多样性，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集中体现。保护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守护住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精神家园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历史性的文化变迁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传统文化负载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拢聚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生命在现实社会中的延续。这种传统文化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大力发展经济，尽快摆脱贫穷和落后，跟上现代化的脚步，已成为少数民族的共识。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都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渴求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尽快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希望长久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担忧以至恐惧传统文化很快消失。这个问题在人口较少的民族中尤为突出。

西部大开发为少数民族地区加速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变迁不可阻挡，传统文化转型也是势在必行。因而，少数民族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冲突、调适的重大问题。在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大潮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进程就成为一道历史性的难题。如何传承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是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集中体现。在“转型”大潮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着“濒危”的危机。认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和濒危的特别境况，采取有力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时代赋予我们守护住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精神家园的历史使命。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多样性传统文化，必须大力抢救与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 民间信仰是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价值的集中体现

当前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正确对待“民间信仰”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

2006年2月12日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开幕，便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月17日，《中国民族报》头版发表一篇记者报道：《热展中的冰点》。记者以少数民族文化的视角，提出的“冰点”是指“涉及宗教文化”的展览内容受到“冷落”，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个非常有思考价值的问题。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宗教信仰占有特别重要的份量。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少数民族中，“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经常交织在一起，因而，人们常说“民族宗教问题”。所谓“问题”，是指如何正确对待、处理有民族和宗教所关涉的各种社会现象，并不是说民族和宗教本身是问题。对于宗教，我们必须看到，它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宗教文化现象，在中国少数民族中表现尤为突出。

在普遍信仰某种宗教的少数民族中，宗教信仰“民间化”是一个重要特点，例如藏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傣族普遍信仰小乘佛教。“普遍信仰”是指，宗教文化渗透到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除了正规的宗教活动外，其他社会文化也往往与信仰有密切关联。宗教活动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但已经“民间化”的、与宗教关联的文化表现形式却不能排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例如，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傣族泼水节”是起源于佛教节日；“塔尔寺酥油花”是一种藏传佛艺术；“藏族唐卡”原本是“流动的佛像、佛寺”。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离开宗教信仰就无法解释其源头和内涵。但它们已经“民间化”，成为一种民间文化表现形式，尽管仍然不同程度地负载着“信仰”价值。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还存在大量习称的“原始宗教”，指处于初期状态的宗教，主要存在于社会发展比较缓慢的民族中，如鄂温克族的萨满教，纳西族的东巴教。巫术是一种重要的准宗教现象，幻想依靠超自然力对客体施加影响或控制，与宗教不同之处在于尚不涉及神灵观念，并非对客体加以神化、向其敬拜求告，而是力图影响或控制客体。各种宗教产生后，巫术在有些宗教中仍继续流行，特别是在原始宗教中，巫术是宗教活动的主要形式，巫师占据核心位置(如彝族的毕摩)，因而有人把存在于现代民族中的巫术看作“巫教”。“原始宗教”和“巫术”是存在于少数民族中的重要的“信仰文化”，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民间信仰文化”。这些民间信仰集中地体现了信仰主体的价值观，也强烈地表现出文化生命力。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白族绕三灵”既渗透着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现象”，也寓含着许多“原始宗教”的“信仰”成分，但本质不是“宗教现象”，而是“民间信仰”支配价值取向的“民俗文化”现象。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世界宗教与原始宗教同时并存。道教作为中国固有的宗教也有很大影响。但历史上，没有一种宗教曾占据“国教”地位，也就是说，没有一种中华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就少数民族而言，有许多民族长期存在本民族普遍信仰的宗教，既有本民族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也有吸收的外来宗教，包括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及汉族的道教。因而，宗教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宗教的习俗性特点十分突出，形成本民族传统的宗教文化，如彝族的毕摩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傣族的佛教贝叶文化，回、维吾尔等民族的伊斯兰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主要表现为民间性，本质上属于非主流文化。
“民间信仰”是大多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精神支柱，体现出中华各民族“生生不息的”坚韧、顽强的生命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之“魂”。抢救、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精神内核”价值。尊重各民族的民间信仰价值，就是尊重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多样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尺度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突出的艺术性、技艺性，这在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已经较好地展现出来。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民间信仰性” 集中地展现出人类的生命力，是文化多样性的活态表现形式，具有不可低估的突出价值。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在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对于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关系密切、价值突出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冷落”。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忽视”。例如，除了“藏传文化”外，在全球文化视野中已被关注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彝族“毕摩文化”、傣族“贝叶文化”、满-通古斯语族的“萨满文化”相关涉的大量有突出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注重。

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本族认同的文化价值观。每一种文化都提供一系列估价人类行为的范畴和标准。文化作为人类行为选择的标准体系，既是人类行为的直接结果，又是人类行为的指针。一个民族所共有的选择标准，就是这一民族的价值观。每个民族的价值观，决定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集中地反映出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拢聚着民族的凝聚力，因而占据着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由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文化价值观及价值取向既有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共性，又有每一个民族的个性。“信仰”是个少数民族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文化多样性的集中体现。尊重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

把“民间信仰”等同“封建迷信”，在民族学、人类学界早已被颠覆，可在社会上，还是个固步自封的、没有彻底破除的“误区”。从社会发展史的视角出发，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在20世纪50年代还没进入“封建社会”阶段，“封建”不适于许多“民间信仰”表现浓厚的少数民族。至于“迷信”，不是“信仰”主体的“意义”，而是“局外人”给出的“界定”。对于在昔日“语境”生成的“话语”，在今日“语境”中，应当进行“价值重估”。“迷信”是在特殊语境中人为地贴上取得强加的“标签”，不利于少数民族多样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理所当然应当破除。价值观是不能强加的，文化多样性保护，前提是尊重传承文化的主体价值，而不是以“客体”的价值尺度去强加的“同一性”，如果这样看待民间信仰遗产，恰恰违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宗旨。

我们还必须看到：少数民族传统价值观属于“非主流文化”，表现出“文化性”，而非“政治性”，与我们国家主流的政治价值观没有冲突。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有许多在现代社会有积极意义的内容，还没有很好发掘。例如，在“神山”信仰中，傣族的“垄林”，
 彝族的“祭密枝”，
 都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仪式规范。“垄林”、“祭密枝”，在昔日都被错认为是“封建迷信”，经过学者们负责任的“价值评估”，今天我们已重新定义“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意义，作为遗产，应当保护。发现、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多样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不能排除掉“民间信仰”层面的文化现象，而应当给予更多的尊重和更积极的关注。尊重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价值，就是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三　既要注重传承人的保护，也要重视传承物的抢救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文件中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概念，指明“保护”的根本目的就是让有价值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持久地延续下去。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任务繁多，迫在眉睫的保护重点在哪里？

我们现在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称为“非物质”，但与“物”又密不可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不在于“物”与“非物”，而在于文化的“传承”，其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差异在于，前者传承过程不存在“传承人”，而后者的存在与传承离不开传承人。也就是说，传承人消失，原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不复存在。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是传承人。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自在”，但“传承人”概念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生”。确切地说，“传承人”是“保护”生成的意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及国家有关文件中涉及“传承人”的内容大多出现在“保护”条款中。有人撰文从“法律地位”关注传承人，抓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核心。
只有从立法上给予传承人合法保护，才是从根本上确立传承人受到保护的权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传承人要受相关法律保护。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危机”，一是表现在年高体衰，后继无人；二是表现在经济境况窘迫，困难无助；三是表现在临时性“效应”，只是充当“外来者”资料提供者，却不能称为“传承”的真正主体，享有合法权益。因而，抢救、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更具有立法的紧迫性。必须通过明确法规，给他们合法的“身份保障”、“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有了可靠的“保障”，才有切实的保护。

保护传承人，是传承机制的一个方面。“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也就是培养“传习人”是传承机制的另一个方面。通过传承人的传授，习得、接受、掌握某项遗产的技术、技能，并有可能成为新的传承骨干的人，一般被称作“继承人”、“接班人”，可以统称为“传习人”。今天的“传习人”，有可能成为明天的“传承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保护措施”条款中队“传承”加上“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transmission，particularly through formal and non formal education）的说明，意味着“教育”是“传承机制”的重要手段。
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急剧的社会文化转型，特别是许多民族的本民族语言的日趋消失，既重视“传承人”的抢救，又加强“传习人”的培养，才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抢救、保护传承人、大力培养传习人，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关键所在。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负载的“意义”价值是同一的，相通的，共生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割裂的“文本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着物质文化遗产因素，既有“可移动文物”，如服饰、图书、乐器等等，又有不可移动文物，如戏台、文化空间场景等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文化形态，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传承”是核心，是灵魂。传承，除了重要的“传承人”概念，还有“传承物”也不容忽视。几年前，笔者曾提出“传承物”概念并发表一得之见。
 “民族文物”以及目前仍然存留的“生产生活传承物”中保留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应当加紧搜集和妥善保护。

“文物”是被“确认的”，即“意义生成”。我们应当看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生产生活传承物，虽不是文物，但具有“文物性”，因为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确认，其相关的传承物“意义”发生重大转换，已进入保护之列，生成了博物馆“收藏”、展示、研究价值。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物应采取与“可移动文物”相类似的保护措施。

已被确定的民族文物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传承物”，应被视为“民族文物”或“文物等价物”，应受国家文物法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的文物和传承物，伴随传承的是“活态保护”。但我们还应看到，有些有高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社会变迁，不可能继续活态保护，例如傣族、黎族纹身纹面，赫哲族鱼皮衣，鄂伦春、鄂温克族的狍皮帽、桦树皮制品等等，只能进行“静态保护”，就是留存各种记录资料和实物，进入博物馆。收藏、展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可移动文物”及有重大价值的“传承物”，应是民族博物馆的一项重要职能。民族博物馆建设，应当大力加强这一职能。

在少数民族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形势下，具有民族文物性的民族传承物消失的速度最快，特别是生产生活传承物，随着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转瞬即逝，失不再现。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文物贩子以其敏锐的嗅觉，已盯上民族文物、传承物进行非法走私活动，对待民族文物、传承物的流失决不能麻木不仁，置若罔闻。国家要立法，博物馆要抢救。保留下这类传承物，就是保留住一大批民族文物，就是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物（民族文物）的消失，堵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物（民族文物）的流失，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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